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假释撤销条件比较研究 

柳忠卫 

  

  一 

  假释撤销是指假释犯因违反假释条件而导致有关机关终止假释状态并将其收监继续执行

剩余刑罚的活动。遵守假释条件是假释犯获得假释的前提条件之一，也是其在假释期间应当

履行的法定义务。不遵守假释条件，就意味着假释犯可能面临被收监执行刑罚的后果，撤销

假释是对假释犯不遵守假释条件的惩罚方式之一，这也是假释与刑满释放的本质区别。在刑

满释放的情况下，行为人不存在要遵守一定条件的问题，处于该状态下的行为人只要没有实

施新的犯罪行为，就不会被重新收监继续执行刑罚。 

  关于假释撤销的根据，即有关机关为什么可以撤销假释，理论上有三种较为令人注目的

观点：第一种，恩惠理论（gracetheory）。该理论认为，假释是一种由假释委员会的恩惠赋

予的优惠权利（privilege），是一种行政恩赦。假释并没有赋予假释犯任何权利

（right），它随时都可以被撤销。第二种，合同理论（contracttheory）。这种理论观点认

为，假释是国家与假释犯订立合同的产物。根据这种合同假释犯应当在一定期限内遵守一定

的条件，如果假释犯在一定期限内遵守了合同规定的条件，那么，期限届满就可以获得完全

的自由，合同就自行终止。如果在一定期间内违反合同规定的条件，就是违反了合同，就应

根据合同撤销假释。第三，继续监管理论（continuingcustodytheory）。这种理论观点认

为，假释犯继续处在假释部门或监狱长的监管之下，他的宪法权利是受到限制的。撤销假释

仅仅是监管程度的改变，即使有正当程序的话，也不应当在撤销假释时要求正当程序 。不同

的假释撤销理论反映了人们对假释撤销制度认识的差异，体现在立法上就表现为各国刑法规

定的假释犯应遵守的条件以及撤销假释的条件有很大的不同。另外，受不同假释撤销理论指

导下的假释撤销实践，在对撤销条件的把握以及对假释犯权利的保护上也存在很大的差别。

但综合地看，世界大多数国家的刑法对假释撤销条件的规定主要集中在以下三个方面：（1）

假释犯在假释期间又犯新罪。（2）在假释考验期内，有关机关发现了假释犯在假释之前还犯

有他罪未经法院裁决，即我们通常所说的发现漏罪。（3）在假释考验期内，假释犯不遵守应

当遵守的事项。下面对上述可能导致假释撤销的情形分别加以介评。 

  二 

  假释以罪犯不具有人身危险性为实质要件。但假释决定机关在决定假释时所作出的罪犯

不具有人身危险性的结论基本上是一个主观的判断，罪犯是否真的不具有人身危险性，则有

待于其回到社会以后的实践检验。另外，人身危险性又是一个处于动态变化之中的事物。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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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罪犯虽然在假释出狱时确实已不具有了人身危险性，但出狱后在各种不利因素的诱导和作

用下，其人身危险性可能再度萌发。由此观之，人身危险性确实是一个难以把握的东西。但

有一点可以肯定的是，罪犯在假释期间重新犯罪的事实表明其人身危险性已从一种犯罪的可

能性转化为现实性，因而应当认为在假释期间实施了重新犯罪行为的罪犯其人身危险性并未

消除，该罪犯不符合假释的实质要件，不宜继续留在社会上服刑改造。基于此，各国刑法都

把罪犯在假释期间重新犯罪作为撤销假释的主要根据之一。 

  （一）各国刑法关于如何处理假释犯在假释期间重新犯罪的立法例 

  各国刑法都规定假释犯在假释期间只要有重新犯罪行为，就应当或者可以撤销假释。但

在具体内容及撤销条件宽严的程度上，其规定又各不相同。概括地说，各国关于假释犯重新

犯罪处理的立法规定主要有以下几种情形； 

  1．规定假释犯在假释期间只要实施了犯罪行为，不论其犯罪性质、罪行轻重、罪过形式

及刑罚种类如何，一律撤销假释。如《朝鲜刑法典》第57条规定，在期满前释放期间（假释

期间）又犯新罪的，将未执行部分的全部或一部并入对新罪所定的刑罚，合并执行。《西班

牙刑法》第99条规定，假使在假释期间，受刑人重新犯罪……则取消假释。《阿根廷刑法

典》第15条规定，如罪犯又犯罪……则撤销假释。我国《刑法》第86条第1款关于假释犯在假

释期间重新犯罪的处理规定也属于这种情形。 

  2．规定假释犯在假释期间再犯新罪原则上要撤销假释，但有特殊原因也可以不撤销假

释。如《奥地利刑法》第53条规定，行为人于考验期间，再犯罪而受有罪宣判者，法院应撤

销假释。但有特殊原因足认行为人虽系再犯罪，惟将不再为犯罪行为时，得不撤销之。《瑞

典刑法》规定，假释者在假释期间又犯新罪，法院对之除有特别原因外，应当撤销假释。 

  3．根据假释犯在假释期间实施犯罪的罪过形式的不同，规定不同的处理方式。具体又有

两种不同的方式：第一种，规定只有故意犯罪才撤销假释，过失犯罪不产生撤销假释的效

力。如《韩国刑法典》第74条规定，受徒刑以上刑之宣告，并经判决确定者，假释处分即失

其效力，但因过失犯罪而受刑之宣告者，不在此限。我国台湾地区“刑法”第78条第1项规

定，假释中更犯罪，受有期徒刑以上刑之宣告者，撤销其假释，但过失犯罪不适用此规定。

第二种，规定故意犯罪必须撤销假释，过失犯罪是否撤销假释，由假释撤销机关裁量决定。

如根据《俄罗斯联邦刑法典》第79条第7款第（2）、（3）项的规定，被判刑人实施过失犯

罪，则关于撤销或保留假释的问题由法院决定；被判刑人实施故意犯罪，则法院根据本法典

第70条规定的规则对他处刑。由上述规定可以看出，在俄罗斯，假释犯在未服完的刑期内又

实施新的故意犯罪是撤销假释的无条件的和强制性的根据；被假释人在尚未服完的刑期中又

实施新的过失犯罪，是撤销假释的任意性根据。法院根据新罪的性质、所造成的后果的严重

程度、犯罪人的身份和他在尚未服完的刑期中的表现，可以保留也可以撤销假释 。 

  4．规定假释犯在假释期间实施了某种性质的犯罪才撤销假释。如《意大利刑法典》第

177条规定，如果被假释的人实施了……同一性质的违警罪，假释将予以撤销。《罗马尼亚刑

法典》第61条规定，犯罪分子在假释期间又犯新罪，法院可以根据犯罪之性质，决定保留或

撤销假释……如所实施的行为是对国家安全、公共财产的犯罪、对和平与人类的犯罪或给国

民经济造成重大损害的犯罪，必须撤销假释。《蒙古刑法典》第53条规定，被假释的人，如

果在没有执行完毕的刑期内实施了新的、不轻于原罪的犯罪，法院应当把未执行完毕的那部

分刑期并入对新罪所判处的刑期内。 

  5．规定根据应判处或已判处刑罚的情况决定是否撤销假释。如《瑞士刑法典》第38条第

4款规定，被附条件释放者在考验期间实施应判3个月以上绝对自由刑的犯罪行为的，主管机

关命令撤销附条件释放。被附条件释放者被判处较轻的相对自由刑的，主管机关可不撤销附

条件释放。《保加利亚刑法》第56条规定，被假释的人实施新罪，对一于这种犯罪规定剥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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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由或者其它更重的刑罚的，被假释人应当服完刑罚的未服部分。《日本刑法典》第29条规

定，假释犯在假释中又犯罪，被判处罚金以上之刑时，可以撤销假释的决定。《韩国刑法》

和我国台湾地区“刑法”都规定，假释犯在假释期间再犯罪，受徒刑以上刑之宣告者，应撤

销假释。 

  （二）关于如何处理假释期间再犯罪立法例之评析 

  上述第一种立法例与后四种立法例相比，表面看来对假释犯在假释期间再犯罪的处理似

乎失之过严，没能体现区别对待和刑罚个别化的原则，因而遭到不少学者的非议，在立法上

采用此种立法例的国家也不是很多。但笔者却认为，对于在假释期间重新犯罪的罪犯来说，

一律撤销假释、收监执行的处理方式是合理的。理由如下：第一，假释以罪犯不具有人身危

险性为前提条件和维持条件，也就是说，罪犯人身危险性的有无，既是其取得假释资格的实

质要件，也是维持其假释状态的必要要件。因而，具有人身危险性的罪犯就不能继续维持其

假释状态。罪犯在假释期间重新犯罪的事实表明，其不仅具有犯罪的可能性，而且这种可能

性已演化成一种现实性。不能认为实施了犯罪行为的罪犯没有人身危险性，将这种罪犯继续

留在社会上服刑，就违背了假释制度的宗旨。另外，罪犯在假释期间重新犯罪，既辜负了国

家和假释决定机关对他的期待，也违反了自己假释时不再实施犯罪行为的承诺，将其收监执

行刑罚具有完全的正当性和合理性。第二，将再犯新罪的假释犯继续留在社会上服刑，一方

面会因其尚具有人身危险性而对社会的安全与秩序构成潜在的威胁，另一方面会使社会公众

对假释的公正性和合理性产生怀疑。由于当今社会绝大多数一般民众的报应观念尚比较强

烈，本来就对假释制度心存疑虑和不满，而对假释期间重新犯罪的罪犯不收监执行，则会使

这种不满和疑虑加剧，损害假释制度的正义基础，从而失去一般民众对假释制度的支持。第

三，从罪犯本身的角度分析，实施新的犯罪行为但不必回监执行刑罚的事实会使其产生侥幸

心理，损害法律的尊严，不利于刑罚特殊预防目的的实现。从潜在犯罪人的角度看，犯罪以

后可以提前出狱以及假释期间再犯罪不必再回监狱的事实也会使法律的严厉性在其心中大打

折扣，从而激发和强化其犯罪的欲望，使其产生逃脱惩罚及受到从轻处罚的心理，不利于刑

罚一般预防目的的实现。第四，第一种处理方式规定清晰明确，标准整齐划一，具有很强的

可操作性，同时也限制了假释撤销机关的自由裁量权，有利于防止司法擅断，确保司法公

正。 

  第二种立法例与第一种立法例基本相同，区别在于它以假释犯在假释期间再犯罪必须撤

销假释为原则，而以不撤销为例外。其立法意旨在于防止司法实践中出现不适宜撤销假释的

特殊情况时但立法却无明文规定的状况，有利于对一些特殊情况的灵活处理。但这种立法例

的弊端有二：第一，就《奥地利刑法》的规定看，它一方面规定假释期间再犯罪应撤销假

释，同时又规定有特殊原因认为假释犯再犯罪但将不再实施犯罪行为时，可以不撤销假释，

这其实是自相矛盾的。撤销假释的条件是罪犯行为所表现出来的人身危险性。如前所述，罪

犯再次实施犯罪行为的事实已足以表明了罪犯的人身危险性。而《奥地利刑法》的规定实际

上是把撤销假释的依据定位于罪犯实施第三次犯罪行为的可能性上，这与假释的宗旨及设立

假释撤销制度的本意是不相吻合的。另外，在罪犯于假释期间已经实施了犯罪行为的情况

下，其人身危险性已经成为一种客观的现实，还有什么理由能证明罪犯不会再次实施犯罪行

为呢？第二，退一步说，即使可以因特殊原因而不撤销罪犯的假释，但该种立法例并没有规

定一个具体的标准，即哪些情形属于可以证明罪犯没有再次实施犯罪的可能性，因而缺乏实

际上的可操作性。而将“特殊情况”的判断完全交由假释撤销机关，则大大增加了其自由裁

量权，使得假释撤销机关可以任意决定撤销与否，这样不利于防止司法擅断，确保假释撤销

的公正性。因此，第二种立法例是不可取的。 

  第三种立法例的特点是从罪过形式的角度对罪犯假释期间再犯罪行为的处理实行区别对

待，对于过失犯罪或者规定为不得撤销假释的情形，或者规定为酌定撤销假释的情形。从各



国的立法规定看，明确规定过失犯罪不予撤销假释的国家和地区只有两个，即韩国和我国的

台湾地区，二者关于假释撤销条件的立法模式几乎完全一致。祖国大陆《刑法草案》第13

稿、第21稿、第22稿和第27稿也都曾规定“过失犯罪的，可以不撤销假释。”但1979年《刑

法》和1997年《刑法》均没有把过失犯罪作为撤销假释的例外或酌定情形。假释犯在假释期

间过失犯罪是否应该撤销假释？过失犯罪作为撤销假释的任意性根据的理论依据是什么？对

此，理论上有两种截然相反的观点。一种观点认为，过失犯罪一律撤销假释是不合理的，理

由在于：过失犯罪，主观上并无恶意，即使平时品行一贯端正的人，也难免会发生过失犯

罪，假释犯在考验期间，纵有过失犯罪之发生，也难谓其对原判罪行无真诚悔改之意。尤其

对于轻微的过失犯罪，也一概撤销假释，收监执行原罪之余刑，似乎过于苛求 。另一种观点

认为，罪犯在假释考验期内犯新罪，即使是防卫过当类的过失犯罪，也应当认定其对社会具

有现实的危害性，应当撤销假释。就我国的法律规定而言，《刑法》第86条第3款已规定，对

有违反法律、行政法规和国务院公安部门有关假释的监督管理规定的行为，尚未构成新的犯

罪的，都应当撤销假释，那么，对已经构成犯罪的（即使是过失犯罪），更没有理由不撤销

其假释。因此，罪犯在假释考验期内因过失犯新罪的，应撤销其假释 。笔者赞同后一种观

点，但认为对于过失犯罪应当撤销假释的理由有进一步深入说明的必要。笔者认为，对假释

犯在假释期间过失犯罪之所以应当撤销假释，其理由主要有如下几个方面：第一，刑法以处

罚故意犯罪为原则，以处罚过失犯罪为例外，这是世界各国立法的通例。我国《刑法》更是

直接规定：“过失犯罪，法律有规定的才负刑事责任”。这就是说，只有造成严重后果的过

失危害社会的行为，才会被立法者规定为过失犯罪行为。因而单从客观危害的角度看，过失

犯罪的社会危害性并不一定小于故意犯罪的社会危害性，而有些过失犯罪的社会危害性甚至

远远超过了故意犯罪。因而，从犯罪的社会危害性的角度看，把故意犯罪与过失犯罪相区

分，并以过失犯罪为由而不撤销罪犯的假释是没有道理的。第二，从过失犯罪的本质上讲，

过失犯罪一般都是“不义务犯”，因而客观地说，过失犯罪的主观恶性一般都小于故意犯

罪。但正因为如此，《刑法》对过失犯罪大都规定了远远低于故意犯罪的法定刑，而且法院

在对罪犯量定刑罚时都充分考虑到了这一点。过失犯罪主观恶性小的情况可以在量刑时予以

考虑，但不应作为决定是否撤销假释的一个决定性条件。第三，是否撤销假释，罪犯的主观

恶性是一个酌定考虑的因素，但不是决定性因素，起决定性作用的应是罪犯人身危险性的有

无。被假释的罪犯本应在假释期间以最大的努力和最大的谨慎来处理和对待自己的生活和工

作，但其或是由于疏忽大意，或是由于过于自信而没有履行自己的注意义务，以致于造成较

为严重的危害后果，构成过失犯罪。这说明罪犯尚具有相当程度的人身危险性，因而撤销其

假释并依法给予相应的惩罚是合理的。这既不违背假释制度的宗旨和基本原理，也有利于刑

罚的一般预防和特殊预防目的的实现。 

  第四种、第五种立法例将撤销假释的范围限定于某种性质的犯罪或某种类型以上的刑

罚，其目的在于避免对实施了某种轻微犯罪或被判处某种轻微刑罚的罪犯撤销假释，合理地

对假释撤销范围进行限定，避免将一些人身危险性极小的罪犯送入监狱服刑，有利于他们的

改造。但这种做法同时也会使得撤销假释的范围过于狭窄。如《蒙古刑法典》和《阿尔巴尼

亚刑事诉讼法典》规定假释犯只有再犯比原来更严重的罪行时才能撤销假释，这显然大大缩

小了撤销假释的范围，不利于发挥假释撤销制度强制罪犯自我约束、自觉改造的作用。况且

犯罪性质轻重之间的比较有时是很困难的，如杀人罪和抢劫罪到底哪一个罪更重一些？恐怕

难有定论。再如《罗马尼亚刑法典》规定假释撤销一般情况下都由法官根据犯罪性质自由裁

量也是不合理的。虽然立法规定要求法官根据犯罪性质决定是否撤销假释，但由于哪些犯罪

应当或可以撤销假释缺乏一个明确的标准，因而是否撤销假释实际上完全由法官说了算，这

必然导致法官权力的过度膨胀，造成假释撤销权的滥用，有碍司法公正。另外，需要指出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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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由于犯罪构成理论体系的不同，各国犯罪构成的规格也有很大的差异。有的国家犯罪构

成规格较低，把一些社会危害性不是很严重的行为也规定为犯罪，如违警罪，有许多即相当

于我国的违反治安管理处罚的行为。与之相适应，对这些犯罪的处罚也很轻微。如《意大利

刑法》对违警罪的处罚是拘役或罚款；而在日本的刑罚体系中，拘留和科料都是主刑，因而

国外有立法例将轻微犯罪和轻微刑罚排除于假释撤销条件之外，或者作为假释撤销的酌定条

件，有其一定的合理性。在观念上不能把我国的犯罪同外国刑法中的犯罪完全等同起来，而

是应进行具体的分析，从而得出对假释犯在假释期间实施某种行为或被判某种刑罚是否应撤

销假释的正确合理的结论。 

  三 

  （一）各国刑法关于如何处理在假释考验期内发现假释犯尚有漏罪的立法例 

  1．规定在假释期间发现了漏罪一律撤销缓刑。我国《刑法》第86条第2款规定，在假释

考验期内，发现被假释的犯罪分子在判决宣告以前还有其它犯罪没有判决的，应当撤销假

释，依照本法第70条的规定实行数罪并罚。《奥地利刑法》第53条第1款后段规定，行为人于

第一审裁判与缓刑或假释之裁判确定前之期间……中之犯罪行为，视为在考验期间内所犯之

罪。这实质上是把漏罪与罪犯在考验期间内再犯新罪同样处理，即都作为应当撤销假释的理

由。 

  2．规定在假释期间发现漏罪，漏罪被判处一定以上刑罚才可以或应当撤销假释。如《日

本刑法典》第29条规定，假释犯因假释前曾犯他罪而被判处罚金以上之刑时，或者因假释前

曾犯他罪被判处罚金以上之刑，并应执行时，可以撤销假释。《巴西刑法典》第64条第2项规

定，在假释期间发现假释犯尚有漏罪，被判处3年以上刑罚且被判决不可上诉的，则撤销假

释。 

  3．不把在假释期间发现漏罪作为撤销假释的法定事由。世界上绝大多数国家和地区的立

法规定皆是如此。有的地区没有把漏罪作为撤销假释的事由，但规定漏罪的刑罚执行期间不

能折抵假释期间。如我国台湾地区“刑法”第79条第2款规定，假释或中另受刑之执行或羁押

或其它依法拘束自由之期间，不算入假释期内。根据我国台湾学者的解释，假释期间与他罪

之执行，本毫无关系，性质亦不同，自无算入的道理。惟此所指的他罪，必系受刑人于假释

前所犯之罪，而于假释之期间内执行，若于假释期内所犯之罪，即构成“刑法”第78的假释

撤销事由，自无适用此条之余地。  

  （二）对于如何处理假释期间发现假释犯尚有漏罪立法例之评析 

  我国是为数不多的把漏罪规定为假释撤销的必要条件的国家之一。在1979年《刑法》中

并没有把假释期间发现罪犯有漏罪作为假释的撤销条件，而1997年《规法》将其增补为撤销

条件的原因何在？我国立法机关的有关同志指出：从审判实践的情况看，发现被假释的犯罪

分子在假释前还有其它罪没有判决的，原则上应当撤销假释。但实践中也存在着另外的做

法，如以漏罪之发现是被司法机关查获的还是被其它人检举、揭发的，或是自己主动坦白的

为标准，而决定是否撤销假释；也有以发现之漏罪是性质一般、处罚特别轻，还是性质较为

严重为标准，决定是否撤销假释。标准不一，导致实践混乱，结果不统一，影响了假释制度

的权威性与应有的改造效果 。我国刑法学界也有学者对在假释期间发现假释犯有漏罪一律撤

销假释的做法持肯定态度。该学者指出：被假释的罪犯如果有在判决宣告以前没有判决的其

它罪，说明罪犯还没有达到认罪悔罪的程度，不能认为确有悔改表现，不致再危害社会，这

样的罪犯如果适用假释，只会对社会具有潜在的危害性。因此，按照《刑法》的规定，只要

被假释的罪犯在假释考验期内还有在判决宣告以前没有判决的其它罪，不论没有判决的其它

罪是故意犯罪还是过失犯罪，也不论是比较重的罪还是比较轻的罪，都应当撤销假释，将没

有判决的罪与已经判决的罪实行数罪并罚 。但我国刑法学界的通说认为，对于假释期间发现

假释犯尚有没有被发现的罪行，应当区分不同的情况进行处理：如果被假释的犯罪分子在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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释前所犯罪行是被司法机关查获的，或者被其它人检举、揭发，经查证属实的，应当撤销假

释。这是因为，假释是以犯罪分子确有悔改表现，不致再危害社会为根本条件的。而犯罪分

子有意隐瞒自己的罪行，足以说明其并无悔改表现，也很难认为不致再危害社会，当然应当

撤销假释，对其作数罪并罚处理。如果被假释的犯罪分子在假释前所犯罪行是自己主动坦白

交代，经查证属实的，可能出现两种情况：一种情况是，犯罪分子所坦白交待的罪行相对较

轻，综合考虑仍符合假释条件的，不撤销假释，对其坦白交代的罪行作出处理后，继续适用

假释。但是，对犯罪分子坦白交待的罪行定罪后，数罪并罚的结果可能会使刑期延长，这时

应注意相应延长犯罪分子的假释考验期限。另一种情况是，犯罪分子所坦白交待的罪行比较

严重，综合考虑已不符合假释的条件，应当撤销假释，并作数罪并罚处理。但必须充分考虑

犯罪分子主动坦白交待犯罪这一情节，在量刑时予以从轻处罚。  

  笔者认为，把漏罪作为可以或应当撤销假释的根据是不合理的。理由如下： 

  第一，假释是一种前瞻性和预后性的刑罚执行制度，其基本上是一个定位于将来的概

念。假释的授予以罪犯在刑罚执行期间的表现及对其将来行为的预测为根据。罪犯过去的行

为可以作为授予假释时的参考性因素，但不是决定性因素。假释的监督考察应该着眼于假释

犯现行行为的表现状况，假释的撤销也应以其现行的行为表现为基础。假释犯在假释之前曾

经犯它罪，只是表明他过去的行为表现不好，当时具有主观恶性和人身危险性，不能表明他

现在的行为表现不好，也不代表他现在仍有人身危险性。相反，假释犯在刑罚执行期间一贯

表现好，假释期间仍遵守假释规则并且没有违法犯罪的事实，表明罪犯已不具有人身危险

性。因此，以假释犯过去曾犯有它罪来否定其现在的行为表现，并作为撤销假释的条件是缺

乏科学合理的根据的，这恐怕也是世界上绝大多数国家的立法例不把漏罪规定为假释撤销条

件的主要原因之一。 

  第二，从我国立法的情况看，把漏罪规定为假释撤销条件的主要原因是立法者认为假释

犯没有主动坦白交代自己的其它罪行，企图逃脱法律的制裁，因而缺乏悔罪表现。但假释针

对的是罪犯的本罪，即现有罪行，最高人民法院司法解释关于悔改表现要件之一的“认罪服

法”所指向的对象也应该是本罪。罪犯对它罪的态度不影响到其本罪的悔改表现。同时，犯

罪人没有主动坦白交代自己的罪行并不表明其没有悔改表现，也不表明其没有悔罪心理，二

者没有必然直接的因果关系。因为罪犯悔改表现形式多种多样，主动坦白交代自己的余罪只

是其中的一种表现形式。此其一。其二，强求犯罪人主动交待自己的罪行违反人的趋利避害

的本性。就像许多犯了错误的人为了逃避承担责任会设法掩饰自己的错误那样，实施了犯罪

行为的人为了逃避承担责任也会隐瞒自己的犯罪事实，这样做在人格上虽然值得非议，却乃

人之常情，并无厚非之理。正如英国有学者所曾指出的，政府不应当侵入思想和内心深处

（隐私），自我控告就像自伤自残一样是违反人道的（尊严） 。把漏罪作为假释的撤销条

件，实际上等于强迫罪犯自我控告，自证其罪。从现代法治的角度看，这是对罪犯权利的一

种侵犯。其三，虽然各国刑法和司法实践都对自首或坦白交待自己罪行的行为从宽处罚，但

自首或坦白交待自己的罪行并不应当成为罪犯的法定义务，不能因为犯罪人没有自首或坦白

交待而对其从重处罚。以漏罪作为假释的撤销条件，实际上是把自首或坦白交待罪行当作了

他的法定义务，把撤销假释当成了对罪犯违背该法定义务的惩罚，这是很不合理的。 

  第三，把漏罪作为假释的撤销条件不利于罪犯的改造和再社会化。一般而言，假释是为

长期徒刑的罪犯而设。罪犯之所以能被假释，是因为其在监狱服刑期间，用自己长期持续良

好的行为表现表明自己的人身危险性已经消失，而罪犯在假释期间没有现实的违反假释条件

和违法犯罪行为，表明其继续保持了自己良好的行为表现，符合维持假释状态的条件，也证

明了当初假释决定的正确性。把漏罪作为假释的撤销条件，并与前罪没有执行完毕的刑期数

罪并罚，并重新入监服刑，这就使罪犯的处境发生了极为不利的转变。其在服刑期间和假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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期间多年的努力付诸东流，经历过如此的挫折和打击之后，罪犯改造的决心和信心会在很长

时间内难以恢复，有的会产生悲观绝望心理，破罐子破摔，难以得到改造；有的甚至会铤而

走险，重新实施严重的犯罪行为。这无论对于罪犯本人还是社会的安宁与秩序都是极其不利

的。 

  综上所述，笔者认为，在世界各国关于在假释期间发现假释犯尚有漏罪如何处理的立法

规定中，第三种即不把漏罪作为假释撤销条件的立法例是合理的。为此，笔者大胆建议在以

后的刑法修订中，将我国现行《刑法》第86条第2款关于漏罪作为假释撤销条件的规定删除。

同时，对于假释期间发现罪犯尚有未经定罪判决的罪行，按下列办法处理： 

  1．漏罪已过追诉时效的，依法不予追究。 

  2．漏罪犯罪性质与情节轻微，木需要判处刑罚的，可以根据《刑法》第对条的规定免予

刑事处罚，但应予以训诫或者责令具结悔过，或者由主管部门予以行政处罚或者行政处分。

同时要强化对罪犯本人的监督，或者对其进一步增设一些有利于其改造的义务。 

  3．罪犯所犯漏罪符合缓刑条件的，依法判处缓刑。实际执行中，先执行漏罪的缓刑，再

执行本罪的假释。缓刑期间与假释期间不能互相折抵，已经经过的假释期间继续有效。 

  4．罪犯漏罪被判处管制刑的，先执行漏罪的管制刑罚，再执行本罪的假释，管制刑的刑

期与假释期间也不能互相折抵。 

  5．罪犯漏罪被判处拘役以上刑罚并实际执行的，应当先执行漏罪的监禁刑罚，再执行本

罪的假释。罪犯在漏罪的刑罚执行期间，因确有悔改表现。不致再危害社会而符合假释条件

的，可以再次假释。假释考验期间为漏罪与本罪余刑刑期之和，已经经过的本罪的假释考验

期间，应当计算在合并后的假释考验期间之内。 

  四 

  （一）各国关于如何处理假释犯在假释期间违反应当遵守的假释条件的立法例 

  1．把假释犯违反应当遵守的假释监督管理规定的行为，作为撤销假释的任意性或强制性

的根据。由假释制度的特点所决定，世界上绝大多数国家都把假释犯在假释期间违反假释监

督管理规定的行为作为得撤销或必撤销假释的根据，但在具体内容和方式上又有所不同。概

括地说，各国对假释犯违反监督管理规定行为处理的立法规定主要有两种方式：第一种，笼

统地规定假释犯违反假释条件或规则可以或应当撤销假释。如《日本刑法典》第29条第4款规

定，不遵守在假释中应遵守的事项时，可以撤销假释。《韩国刑法典》第75条规定，受假释

处分，违反有关假释监视规则者，得撤销假释处分。另外，法国、意大利等国也把违反假释

规则作为撤销假释的任意性条件。我国《刑法》第86条第3款则规定，假释犯在假释期间，有

违反国务院公安部门有关假释的监督管理规定的行为，应当撤销假释。与日本等国不同的

是，我国立法把违反假释监督管理规定的行为规定为假释撤销的强制性根据。第二种方式，

规定严重违反假释监督管理规定或假释规则，应当或可以撤销假释。如《瑞士刑法典》第38

条第4款规定，被附条件释放者不顾主管机关的正式警告，违背有关指示，屡次逃避监督保护

或者以其他方式滥用对他的信任的，主管机关撤销附条件释放。《奥地和刑法》第53条第3项

规定，行为人不顾所受之正式警告，于考验期间中，恶意不遵守指示之应遵守事项，或倔强

地抗拒考验辅佐人的影响者，法院应撤销其假释，并应执行残余刑期 。《德国刑法典》第56

条第2款也规定严重或屡次违背指示，或屡次不服从考验帮助人的监督与指示，因而可能重新

犯罪的，可以撤销假释。 

  2．假释犯违反假释期间应当履行的义务，应当或可以撤销假释。对此，各国立法规定的

宽严程度也各不相同。有的国家规定只有严重违反假释义务的行为才是撤销假释的任意性根

据。如《俄罗斯联邦刑法典》第79条第7款第1项规定，被判刑人在假释期间恶意逃避法院责

令他履行的义务，法院可以撤销假释。根据俄罗斯学者的解释，恶意违反一般是多次的、特

别粗暴的、明目张胆的，在对假释人员进行监督的机关警告后仍不悔改的违反。《德国刑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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典》第56条第1款第3项也规定严重或屡次违反义务的，可以撤销假释。但另外有些国家，则

把轻微违反假释义务的行为作为撤销假释的强制性根据。根据《英国监狱法规汇编》第560条

的规定，假释者因在到达某地的三天之内未向当地警察局亲自汇报他个人的情况，或报到后

没有进行每月一次的报告，而受到即刻惩罚的；或未向原来的警察局报告而迁到另一个警察

局地段内的；或当法院当局、警察局要求其出示证件而未出示，而受到即刻惩罚的，则撤销

其假释。《阿根廷刑法典》第15条规定，如果罪犯不履行定居义务（第13条第1项），应该撤

销假释。《泰国1937年内政部条令》第98条规定，当行政或警察官员或监狱官员要求检查假

释犯人的假释证明时，假释犯人必须出示。如不出示证明，行政官员或警察官员可将其逮捕

送回监狱。 

  3．假释犯违反法律、行政法规，可以或应当撤销假释。遵守法律、行政法规，是一国公

民的基本义务，假释犯也不例外。在立法中，有的国家把遵守法律、法规明确规定为假释犯

的遵守条件。如美国51个司法管辖区中，有50个把遵守所有联邦、州和当地法律作为假释条

件。但也有不少国家并没有明确地把遵守法律、法规规定为假释的条件，而是将其作为假释

犯的当然义务，当假释犯违反法律、法规时，根据违法情节进行处理。因此，大多数国家没

有明确地把违反法律、法规的行为作为假释撤销的条件，但有少数国家对此作出了明确的规

定。如《俄罗斯联邦刑法典》第79条第7款第1项规定，被判刑人破坏社会秩序并因而受到行

政处罚的，法院可以撤销假释。由此可见，在俄罗斯，并非所有的违法行为都能成为撤销假

释的依据，而只是与破坏社会秩序有关并且《行政违法行为法典》第13章规定应适用行政处

罚的行为，才能成为法院撤销假释的任意性的根据 。对此，俄罗斯学者指出，在这种情况

下，我们碰到的是一个所谓先行行政处罚原则。根据这一原则，只能在对当事人先进行行政

处罚后，才能作出刑事处分。我国《刑法》第86条第3款则把违反国家法律、行政法规规定为

撤销假释的强制性根据，即罪犯只要有违反国家法律、行政法规的行为，就必须撤销假释。 

  （二）对各国关于如何处理违反假释条件的立法例的评析 

  笔者认为，把轻微的违反假释条件的行为作为撤销假释的强制性根据是极不合理的。假

释的撤销应当以罪犯以其行为表明其具有人身危险为要件，而轻微的或偶然的违反假释条件

的行为，如出门在外时忘记携带假释证明，或者偶尔外出时没有及时向监督机关或监督人员

报告，并不能证明罪犯具有了人身危险性。人非圣贤，孰能无过？更何况是那些刚走出监狱

尚未完全适应自由社会生活的罪犯呢？把诸如此类的理由作为撤销假释的根据，实质上是对

假释犯的苛求，使其动辄得咎，终日处于惶恐不安之中，所以不可能安心工作和改造，这与

假释制度的宗旨是背道而驰的，因而英国、泰国、阿根廷等国家的立法例是不足取的。日

本、韩国、法国、意大利等国把违反假释条件作为撤销假释的任意性根据，即由假释决定机

关根据违反假释条件的具体情况决定是否撤销假释的立法例基本上是合理的。因为这样可以

避免把轻微违反假释条件但并没有人身危险性的罪犯排除在假释撤销的对象之外，体现了区

别对待和灵活处理的原则，也会使假释犯体会和感悟到国家及有关机关的良苦用心，从而努

力工作和改造，争取早日实现自身的再社会化。但这种立法的不足之处在于规定得过于原

则，可操作性不强，实际上给予假释撤销机关以很大的自由裁量权，因此必须有健全完备的

监督保障机制才能保证假释撤销的公平与公正。相比较之下，瑞士、奥地利、德国、俄罗斯

等国的立法规定，即把严重违反假释条件作为撤销假释的强制性或任意性根据，是最值得称

道的。因为严重违反假释条件，特别是恶意、多次地违反，经监督机关和监督人员警告、劝

诫后仍无改变表现的假释犯，已经显示出了相当的人身危险性。如不撤销假释收监执行监禁

刑罚，任其自由发展下去，极有可能实施更加严重的危害社会的行为，危及社会秩序和一般

公众的安宁生活。因此，对这样的罪犯撤销假释，无论对其本人还是对社会来说，都是十分

必要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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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国1979年《刑法》既没有假释犯在假释期间应当遵守的假释条件的规定，也没有把违

反法律和行政法规及有关假释监督管理规定的行为规定为假释的撤销条件。因而司法实践中

对于假释犯有违法行为甚至严重、多次的违法行为，假释执行机关难以处理。针对这种情

况，当时刑法学界曾有学者提出对严重违法行为，如违反《治安管理处罚条例》而被处以行

政拘留的，以及因严重违法行为被劳动教养的，采用顺延假释考验期的办法，即假释犯被拘

留的期间或被劳动教养的期间，不计入假释考验期之内。应当说，在当时这确实是一种比较

合理的解决办法，但这毕竟是一种权宜之计，并且法无明文，罚之无据。对于屡次违法但没

有受到行政拘留处罚或劳动教养处分的，执行机关也无可奈何。为了改变这种状况，1994年

颁布实施的《监狱法》第33条首次规定对假释犯有违反法律、法规及国务院公安部门的监督

管理规定行为的，公安机关可以建议人民法院撤销假释。1997年《刑法》吸收了《监狱法》

规定的内容，在第86条第3款规定，被假释的犯罪分子，在假释考验期内，有违反法律、行政

法规和国务院公安部门有关假释的监督管理规定的行为，尚未构成新的犯罪的，应当依照法

定程序撤销假释，收监执行未执行完毕的刑罚。应当说1997年《刑法》完善了对假释犯监督

管理的规定，严格了假释犯的责任，改变了过去那种执行机关虽发现罪犯有人身危险性却束

手无策的被动局面，也有利于假释犯的自我约束和改造。但我国现行《刑法》关于对假释犯

违反假释条件处理的立法规定的缺陷也是非常明显的：首先，把假释犯违反法律、行政法规

的行为作为必然撤销假释的理由过于严苛，实际上是对假释犯的苛求。自改革开放以后，我

国法治建设的进程大大加快，现行有效的法律和行政法规多达几千部。在长期的生活中连轻

微违法行为都没有实施过，大多数公民恐怕也难以做到，更何况是一个尚未完全融入社会的

假释犯呢？而根据对该假释撤销条件的理解，在现实生活中假释犯在正常经济活动中因各种

原因如违反合同、非法侵占他人宅基地以及轻微违反行政法规的行为都应当撤销假释，其结

果就是假释后不被撤销假释的假释犯将所剩无几。换句话说，如果严格执行该条款的话，绝

大多数假释犯的最终结局只有一个：那就是重回监狱坐牢。这样一来，假释就会变成一种毫

无意义的制度。其次，正如我国有的学者所指出的，就假释制度本身的内蕴而言，假释撤销

以违法及违反管理规定行为的相当严重性为前提，而该相当严重性以被假释者可能再次危害

社会，社会秩序得不到保障为界定标准。但是，违反法律、行政法规和监管规定的行为，与

被撤销假释之间，并不存在必然的因果推导关系，相当部分的违法违规行为，可能引起的结

果也许仅仅只是监管训导和监管等级的提高 。因此，笼统地把违法违规行为规定为假释撤

销的强制性根据，与假释制度的基本原理不相吻合。再次，按照现行法律规定，假释管理机

关和假释撤销机关在司法实践中难以妥当合理地处理假释撤销案件。在司法实践中曾发生过

这样一个案例：上海市静安区假释犯李某在考验期间内，未经监督机关批准，擅自离沪经商

两月有余，期间也未报告活动情况，经查确无其他不法行为。对于李某是否应当收监执行，

公、检、法三机关存在分歧。原因就在于《刑法》第86条第3款本规定违法的具体标准，即假

释犯未报告情况达几次，脱管多长时间应收监执行 。笔者认为，按照现行《刑法》的规

定，对李某当然应当收监执行，但在这种情况下，收监执行对于李某和社会来说都是毫无益

处的。最后，我国《刑法》第86条第3款的规定与禁止累犯和长期徒刑暴力犯假释的规定一

样，反映了立法机关严格控制假释和以保障社会秩序为主的立法理念和价值取向。这必然使

得刑罚执行机关和假释决定机关对于假释的建议和批准更加谨慎，有的地方甚至干脆不用。

在特别宽泛的假释撤销条件下，假释犯动辄得咎，极易被撤销假释。在我国，假释撤销与否

是衡量假释是否成功的唯一标准，也是衡量刑罚执行机关与假释决定机关工作成效的至关重

要的指标，直接影响着单位或部门的考核评优和有关人员晋职、晋级等实际利益。在假释奖

励观念占主导地位的情况下，假释可以赋予也可以不赋予罪犯，加上没有任何风险的减刑制

度大行其道，谁还愿意冒着极大的风险去干这种出力不讨好的事情呢？长此以往，假释制度

在中国的发展前景实在令人担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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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根据上述，笔者建议对我国《刑法》第86条第3款作适当的修正，具体可修改为：被假释

的犯罪分子，在假释考验期内，有违反法律、行政法规或者国家假释监督机关有关假释监督

管理规定的行为，情节严重的，应当依照法定程序撤销假释，收监执行未执行完毕的刑罚。

这样，原来《刑法》规定的违反法律、行政法规及假释监督管理规定的行为由假释撤销的强

制性根据变成了任意性的根据，即只有情节严重的违法违规行为才应当撤销假释，而对于情

节轻微的违法违规行为则一般不予撤销假释。对于违法违规行为“情节严重”的界定，可以

通过有关司法解释来明确。具体而言，下列行为应属违法违规情节严重：1．违反《治安管理

处罚条例》，被处以行政拘留的；2．违反《劳动教养条例》受到劳动教养处分的；3．故意

实施一般违法行为三次以上，经假释监督管理部门警告、劝诫后仍不改正的；4故意违反假释

监督管理规定三次以上，经假释监督管理部门警告。劝诫后仍不改悔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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